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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的观点

%) 蜀与蚕
“蜀”的名称，来源很早，最初见于商代的甲骨

文，字象虫形。《说文》：“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

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朱逖先据此认为“蜀”

就是蚕 * % +。为孙次舟先生所驳。童恩正先生则认为

“蜀”乃象形似蚕的毒虫，至于商代的统治者用一

种代表毒虫的字来称呼古代的蜀人，则可能是一

种贱称 * ! +。

其实在中国古代，蚕与蜀不但是有区别的，而

且经常被作为相互对立的比喻。《韩非子·说林

下》：“ 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

起。”* , +《淮南子·说林训》：“今鳝之与蛇，蚕之与

蠋，状相类而爱憎异。”高诱注：“人爱鳝与蚕，畏蛇

与蠋。”* -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二者是绝不能混淆

的。在甲骨文中，除了蜀字以外，另有蚕字，似蚕

形，与蜀字迥然不同。

任乃强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蜀字，原造字时，

象虫形，所指为野蚕。野蚕与家蚕全同，但形体较

小，两额有黑斑一对，似眼。故造字时特夸大其目，

以与其它蠕虫字区别。或曰象蚕吐丝之形。上四，

即古蚕字，象其环节，亦通。要其字为野蚕 * . +。

!) 蜀山氏与蚕丛氏
朱逖先先生认为“蜀”就是蚕，甚至与蜀古代

传说中的帝王蚕丛联系起来，以为蜀国的得名就

是由于最初养蚕的缘故。孙次舟先生则认为，蜀地

史前无蚕业，不能用图腾来解释，蜀乃中原译音，

古蜀国实为夷族之邦，南迁后为叟，与今之彝族有

关 * ’ +。

童恩正先生亦认为蜀的得名与蚕无关，而传

说中的帝王蚕丛也不一定就是养蚕的倡导者，但

是蜀确实是我国养蚕最早的地区之一。邓少琴先

生则认为，巴蜀两国在古代均以虫命名，其字从

虫。巴为蛇，而蜀为蚕，各以之作为图腾，成为两个

部族。以名其地、称其人。此为巴蜀得名的由来。并

指出“蠋为野蚕，经蚕丛氏驯养而为家蚕，此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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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运用文献、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巴

蜀文字，就是巴蜀历史研究中的第三重证据。重点考证了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含义。认为古蜀先民得名

于“蚕”，故曰“蚕丛”，与考古发现不符。应用三重证据法考证的结果显示其与“蟾蜍”有关。应是“蟾

丛”，而不是“蚕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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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蜀人一大发明，故以蚕丛氏称之。”! " #

任乃强先生则根据生物进化理论，认为蜀与

蚕是显然的两个阶段，时间性是不可混淆的。蜀是

象形兼会意字，其产生应距原始字时代不远。蚕是

谐音兼会意字，笔画用得很多，按文字发展的规律

说应该比蜀字的产生晚。两者相距的时间，也就是

人们改变称呼的时间（称呼野蚕与家蚕不同的时

间），可能有几百年以至一千多年。是故，只就蜀山

氏与蚕丛氏的称呼来说，他们就是显然不同的两

个时代。

二 蜀、蚕丛与蟾丛

$% 蜀、蚕与蟾
实际上，无论认为蜀与蚕无关；还是坚持蜀进

化为蚕。二说都仅仅是依靠中原文献推测的，既无

见于巴蜀古史传说，也与考古发现相去甚远，更不

见于出土的巴蜀文字中。众所周知，考古学作为一

门新兴的学科，已经从史学中分离出来，其重要性

可想而知。尤其是研究史前史，考古学的作用更为

重要。但是出土的考古资料并不能证明蜀山氏或

蚕丛氏与蚕有关。无论是实物、图像，还是符号都

不曾出现。这对于重视精神信仰的古蜀人来说，是

不可想象的。退一步说，如果养蚕是真实的话，那

么即使精神生活中不需要，但是作为当时生产活

动和生活中最重要内容的养蚕活动，是不可能不

留下一些遗迹的。然而它就是没有留下任何与蚕

有关的蛛丝马迹。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

但是，相对于蜀与蚕来说，与古蜀国后面的鱼凫、

杜宇、鳖灵等几代蜀王有关的鱼、鸟、鳖等考古资

料却屡见不鲜，令人叹为观止。这就形成鲜明的对

比。甚至在出土的巴蜀文字中也是如此。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目前古蜀国考古发

现中出土物最丰富的两大遗址是三星堆遗址和金

沙遗址，在这两大遗址出土的考古资料中，有很多

动物的造型和塑像 ! & #，如鱼、鸟、虎、蛇、龙等动物，

甚至包括人、人头、手等，几乎都可以在出土的巴

蜀文字中被发现，就只有蟾蜍是唯一的例外。当然

其中的猪和狗也没有出现在巴蜀文字中。但是蟾

蜍与猪、狗不同，因为蟾蜍是与鱼、鸟、虎、蛇、龙等

动物一样，都与古蜀人的精神生活有关，是其精神

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甚至包括现实生活。蟾也是

如此。之所以这样说，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

的考古资料可以提供证明，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只

是陶蟾蜍和石蟾蜍，到了金沙遗址中，就成了金蟾

蜍，与金杖和金冠带 ! ’ #中的鱼和鸟身价一样，同样

身份显赫，尊贵无比。它表面上的排列整齐的凸

点，表明它们只是蟾蜍，而不是青蛙。实际上，很多

出土的巴蜀器物上有关“点”的造型、图案或符号，

无论是一点、几点、甚至是一排或一列的点，它们

都代表了蟾蜍，这是因为不仅蟾蜍身体表面布满

了凸点（俗称疙瘩），而且它的又一变体是蝌蚪，也

是点状，且有个小尾巴。所以这两点合在一起，那

就成了蟾蜍的独家代表了。因此，如果说要用图像

或者符号来表示蟾蜍的话，那么这个蝌蚪状的图

像或符号，就是巴蜀文字，表示蟾蜍，应释为“蟾”。

既然其中的鱼、鸟、鳖与古蜀王有关，而蛇、虎则与

巴王有关，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那么具有同样地

位的蟾呢？

另外一个现象也非常值得注意，中原甲骨文

中的“蜀”字，与巴蜀文字中的这个“蟾”字非常相

似，简直就是一模一样，都是大头带个小尾巴。而

《华阳国志》、《韩非子》和《淮南子》等文献则记载

蜀与蚕形似。

(% 蚕丛与蟾丛
无论是古蜀人鱼凫氏，还是蒲卑氏、开明氏，

都与巴蜀文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其中相

当一部分都是与他们有关的文字。或者说这些文

字都与鱼凫、杜宇以及鳖灵本人或部族或国家有

关，已经有许多学者作了论证。

巴蜀文字中常见的“手”的象形符号 ! $) #，它既

可以表示手这个名词，这是它的本义，也可以表达

与手有关的，如“举、打、握、护、推、拉、拖”等动作，

至于引申出来的意义，那就更多了。但是，如果手

臂是呈直角的话，那就说明手臂是立起来的，即手

是举起来的，因此，它的本义就只有“举”、“捧”或

“丛”等含义了，这些动作也只能用手来进行。这里

的“举”和“捧”，实际上表达的就是“奉”和“献”的

意思，即“奉献”。而蚕丛的“丛”字，其本义就是“聚

集”，这里又有“奉献”之义。考古发现也提供了证

据，如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青铜人像

的双手的造型就是“举”和“捧”，甚至是“丛”的动

作，表达的就是“奉献”之义。

而在巴蜀文字中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蝌蚪状的

“蟾”字，它们或单个地与手组合（图一）；或两个并

列出现；更多地是与“手”状符号组合 ! $$ #。总之，表

达的都是相同的信息：动作——— 聚集；名称———

蟾。即“丛蟾”，因“蜀左言”，故为“蟾丛”。因为“丛”

的本义就是“聚”，而聚的动作只能是用手来完成，

是不可能用身体的其它部位来完成的，尤其是象

蝌蚪这类的东西，所以手和蝌蚪的组合可以表示

“丛蟾”这个概念和动作。而两个或更多的“蝌蚪”

蜀王蚕丛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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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在一起，所表达的就是“蟾丛”这个概念和动

作了。因为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只有用“多”这个概

念才能表达“丛”的含义，毕竟越“聚”越“多”吗！至

于那些呈“双手捧‘蝌蚪’”的组合，已经很直观地

表达了的“丛蟾”这一概念与动作。之所以表达同

一个概念，要分这么几种组合方式，这是由这些文

字的载体决定的。以兵器为载体的文字，因其面积

足够大，所以会以手的图像方式出现；而以印章为

载体的文字组合，由于其面积太小，当然是越简略

越好。因此，会以曲折符号代替手的图像或者干脆

连这样的曲折符号都省掉了，直接用两个或几个

“蝌蚪”来表示。前者多在兵器上，而后者则多在印

章上 ! "# $。因此，与其说是“蚕丛氏”，则不如说是

“蟾丛氏”，后者似乎更合适。

第二，在所有的巴蜀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成都三洞桥出土的战国铜勺上的 % 个字（图二）。
铜勺的勺面饰有“龟、鸟、鱼及另

外两种图像”，这 % 个图像中的
龟、鸟、鱼分别与古蜀王鱼凫、杜

宇以及鳖灵有关，此说已经先后

被孙华先生、吴怡先生、冯广宏

先生等诸君所论证，已被越来越

多的学者所认可。但是，其中的

另外两种图像却争论颇大，且由

于证据不足，从而认同者不多。

其实，从这 %种图像的位置
顺序、大小比例、方位、笔法和笔

划的规律中，可以看出，这些并

不只是为了美观，而是严格遵循

一定的规律，是不允许个人任意

发挥或者随心所欲地去创造的。

说明它并不只是艺术那么简单。仔细观察的话，可

以总结其规律如下。

"& 位置和顺序：龟的位置居中且图像最大，
鸟的位置居于龟的左侧上方，而鱼在龟的右两侧

上方，另外两种图像中的“螺”图像（或曰“’”文）与
“蝌蚪”（或曰“心”文）图像则分别在龟的左右两

侧，螺在左侧鸟的下方，而蝌蚪则在右侧鱼的下

方。因“蜀左言”所以其顺序是：龟——— 鸟——— 鱼

——— 螺——— 蝌蚪。

#& 大小比例：这 % 个图像的大小比例，按照
由大到小的顺序也是：龟——— 鸟——— 鱼——— 螺

——— 蝌蚪，其中处在中心位置的龟的图像最大，其

次是鸟，再次是鱼，另外尤以“蝌蚪”为最小。这五

种图像大小的比例与它们所代表的实物并不相符

合。

(& 方位：这 %种图像中所刻画的 %种动物的
头部都一致地朝向同一个方向。

)& 笔划和笔法：笔法的由细到疏和笔划的由
繁到简的顺序也是龟——— 鸟——— 鱼——— 螺——— 蝌

蚪。

总之，这 %种图像之所以遵循这种规律，而且
其大小比例也与它们所代表的实物并不相符合，

就说明它们体现的并非是实际比例，而是与它们

所代表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与事物的地位、重要

性及影响力有关。它们完全符合近大远小的视觉

效果和详今略古的记事原则。因此，它们如果是代

表五代蜀王的话，则非常合理。

据孙华先生考证，其中的龟、鸟、鱼分别代表

了古蜀人开明氏、蒲卑氏、鱼凫氏，它们是古蜀人

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 ! "( $。吴怡先生

认为它们与蜀人图腾崇拜和神

话传说有关系 ! ") $。冯广宏先生

则提出“这似乎是开明时期精简

扼要的标准史记”。认为其中的

鱼、鸟、龟分别代表了鱼凫、杜宇

和鳖灵这三代蜀王。并指出《蜀

王本纪》记述的 % 个古蜀王朝，
这里出现了 (个，主要是离开明
最近的三代，表明这是存在于文

物上最简单的史迹记录，初步证

实了《蜀王本纪》中所述蜀王名

号之不虚。

至于另外两种较小的图像

螺和蝌蚪，争论和分歧最大，对于

前者，有的释为蚕；有的释为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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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有的被释为蛇；有的释其为鱼头蛇尾；也有

学者认为它们不表示动物，仅仅只是文字，有的释

其为“祖、神”! "# $；有的释其为“万岁”! "% $。

笔者以为不然，因为如果 & 个最小的图像并
不表示动物的话，这与前面的与鱼、鸟、鳖 ’ 个动
物，极不协调，也不一致。就割裂了前文所总结的

整体性、一致性和协调性。更加违背了上文所总结

的规律，与其实际所遵循的规律相矛盾。所以本人

认为这两个图像不能只简单地理解为文字。这既

要受到其内在的规律所制约，更由其本质所决定。

前文已经论述了所谓的“蝌蚪”就是“蟾”或“蟾

丛”，这里它最小又居于末尾，这与它作为第一代

蜀王的身份是完全符合，因此，它所代表的就是

“蟾丛氏”，也就是文献中的“蚕丛氏”。蝌蚪代表蟾

蜍，又代表蚕丛氏，这也与蚕丛氏的图腾是蟾蜍崇

拜相符合。因为它去原始社会不远，所以保留的原

始宗教遗迹也最多。

’( 蟾丛与蟾崇
《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有蜀侯蚕丛，

其目纵，始称王”。首先，究竟什么是“目纵”？历来

虽有不同的猜测，但它一直是个谜。直到三星堆遗

址二号坑的发掘，终于出现了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的契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 ’ 件 )型青铜人面
像就与之相对应，这 ’ 件纵目的 ) 型青铜人面
像，“（人面像）)型 ’件。眼球都明显突出眼眶。标
本 *& !："+,，眼球极度夸张，直径 "’- #厘米，凸
出眼眶 "%- #厘米。大嘴，两嘴角上翘接近耳根。双
耳极大。”! ". $另外 " 件圆柱状眼球突出眼眶 / 厘
米。它们究竟象征什么，学术界对此已提出了一些

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与“目纵的

蜀侯蚕丛”有关。

事实上，古今中外都根本不可能存在过像青

铜人面像那样纵目的人类。因此，经过神化和极度

夸张，那是一定的了。盖因其作为第一代蜀王，刚

刚进入文明时代，或者是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的

产物，其离原始社会毕竟不远。受以图腾崇拜为核

心的原始宗教崇拜的影响必然最大，遗留也必然

最多。因此，也可以说，第一代蜀王也必然与宗教

崇拜有关。也就是与蟾蜍崇拜有着直接关系。这在

文献之中是有记载的，除去夸张的成分，现实生活

中的动物与目纵最接近的就是青蛙与蟾蜍了，只

有它们的眼球是完全突出在眼眶之外的，基本符

合“纵目”的条件。而蛙、蟾崇拜在原始社会是非常

普遍的现象。

三星堆出土的石蟾蜍以及金沙出土的蟾形金

箔 !",$等考古材料，则反映了蜀人崇拜蟾蜍习俗的延

续，也是蜀人崇拜蟾蜍的最直接考古证明。也证明

了蜀人只崇拜蟾蜍，而不是青蛙。因此，报告称金沙

遗址出土的蟾形金箔为“蛙形金饰”，是不太确切

的，因为蛙身体表面是没有疙瘩的。如果对比图腾

崇拜的对象，就会发现不仅人面像的纵目形象与蟾

蜍突出的眼睛非常接近，且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的青

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面具，它们

的口大多与蟾蜍的口非常相似，极扁且阔 !"/ $。

蜀王与蜀先民蚕丛氏以及蟾蜍崇拜反映在出

土的巴蜀文字中，都只是这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蝌

蚪”符号了，前文已释为“蟾丛”。这些已释为“蟾

丛”的“蝌蚪”符号，几乎都离不开手的组合，有的

甚至就在双手的中间位置，它们所反映的正是古

蜀人的蟾蜍崇拜，用蝌蚪来代表蟾蜍。而巴蜀文字

往往又与图腾崇拜 ! &0 $和宗教祭祀密不可分。因此

这些蝌蚪图案当然也不例外，代表了崇拜蟾蜍的

古蜀人蚕丛氏。即引申为“崇蟾”或“蟾崇”。

有一个现象很容易为学者所疏忽，那就是在

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地的考古发现中，把两地

的出土物整理归类以后，就会发现在所有的与动

物有关的雕塑、造型、图像等考古资料中按照材质

来分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铜器、金器等 ! &" $，虽然

两地出土的有关的动物种类很多，但是，能够让这

四种材质齐备的动物却少之又少，除了鱼、鸟之

外，就只有蟾蜍具有这种待遇了，这只是其一。其

二，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中还只能发现鱼和

鸟两种动物的形象，而在金沙遗址中就有了鱼、鸟

和蟾蜍这 ’种动物的形象，当然了，两地都出土了
金面具和人头像。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文化中的

蜀人是把“鱼、鸟、人”三者上升到了同一个高度，

无论现在的学者怎么看待它们，视为图腾、族徽？

还是蜀王、祖先？甚至是日神、天神？这些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几乎可以认定，它们在当时的蜀人

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这就足够了。同样道理，金

沙遗址时期的蜀人只不过在这三者之外，又增加

了蟾蜍。也就是说他们四者的地位也应该是一样

的。反过来说，为什么出土那么多金器中，除了鱼

和鸟两种动物之外，还有蟾蜍呢？鱼和鸟还是可以

理解的，学者多认为他们分别与鱼凫和杜宇有关，

那么蟾蜍呢？它又与什么有关？其三，频繁地“出

现”在这两大遗址中的蟾蜍，为什么在巴蜀文字之

中几乎销声匿迹了呢？相对来说，鱼和鸟却仍然是

巴蜀文字的主题呢？而比鱼和鸟更多地出现在巴

蜀文字中的当然是“蝌蚪”了。也就是说三者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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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文字中的地位也几乎是等同的。如果说鱼和鸟

与蜀王鱼凫和杜宇或者说与他们的部族有关，那

么蝌蚪又与什么有关？不能不令人相信这些蝌蚪

就是蟾蜍，实际上，蝌蚪也就是蟾蜍。并且三星堆、

金沙与巴蜀文字所体现的时代是不同的，又正好

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在这三个时间段

中，鱼和鸟的造型在三星堆和金沙时期是处于鼎

盛时期，而在巴蜀文字鼎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衰

落。然而蟾蜍却与之不同，在三星堆中它只能够由

普通的材质所体现，但在金沙中它是处于上升时

期的，而在后来的巴蜀文字时期，超越了鱼和鸟，

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事物的却是蝌蚪。按照前文

分析所得出的规律，蟾蜍是处于上升期的，但是，

即使它已经衰落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一下子就

突然销声匿迹了的。更何况蟾蜍和蝌蚪这两者中，

一个神奇的彻底消失，另一个却又突然大量出现，

并且二者又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

它们实际上就是一分为二，却又合而为一。

另外，可能也与蟾蜍崇拜有关，受到原始宗教

的影响。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陶、石、金

“蟾蜍”等就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这也符合原始宗

教发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最初的宗教是自然

崇拜和灵物崇拜，主要是对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

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注意到的第一个天象应

该是日夜交替，太阳和月亮就成为古人首先崇拜的

对象，因此，世界各地普遍崇拜日神和月神 !"" #。不仅

有“羲和生十日”的神话，也有“常羲生月”和“嫦娥

奔月”等神话传说。《山海经》记载：“有女子方浴

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 #。金沙

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就集中体现了古蜀人

崇拜日、月的习俗。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

陶、石、金蟾蜍等可能与古蜀人崇拜月亮的习俗有

关。因为蟾蜍的生活习性都是昼伏夜出，古蜀人很

容易把月亮与蟾蜍联想到一块，成为月中的神物。

《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 ! "% #于

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而为月精。”! "& #不仅“常羲生月”和“嫦娥奔月”等

神话传说流传很广。用“蟾蜍”代表月亮的习俗也

很流行，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屡有反映，成语

“蟾宫折桂”也常被引用。《淮南子》：“日中有踆乌，

而月中有蟾蜍。”! "’ #古蜀地区的许多考古发现，都

反映了古蜀人有崇拜月亮和蟾蜍的习俗。宗教崇

拜在母系氏族以后由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抽象为

图腾崇拜，图腾作为族徽和氏族的标志，还被看作

氏族的祖先和氏族的保护神。“图腾”一语源于印

第安人的土语“()(*+”，意思是“他的亲族”! ", #。关
于图腾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比较多的。如《左

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

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

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 氏以龙纪，故为

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 氏挚之立也，凤鸟适至，

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 #。这里所谓的云、火、

水、龙、鸟都是当时氏族的图腾。《诗经·商颂》：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就是商氏族的图腾。

另外姓的由来也能看出图腾形迹，如姜姓以羊为

图腾，风姓即凤。因此，古蜀时期蜀王的名称，也反

映了古蜀人的图腾崇拜。无论是蜀王鱼凫，还是望

帝杜宇，都是古蜀人鸟图腾崇拜这一特征的体现，

因为有望帝死后化为子规，蜀人闻子规啼而思望

帝的传说，而鱼凫也是一种鸟。而最早的蚕丛氏却

是以蟾蜍为图腾进行崇拜。

三 原因和结果

./ 时代背景
成都平原上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

化、青羊宫文化等考古发现，证明古史传说中蜀王

蚕丛至开明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五帝时

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结合文献以及考古材料分析，

距今 %&00 1 $,00 年的宝墩文化 !"2 #就属于蜀王蚕

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到夏文化

中期，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的过

渡时期。由于蜀王蚕丛还属于石器时代，崇石祭山

正是石器时代的特征。“死，作石棺椁”也就是崇石

这一习俗的反映 !$0 #。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石

蟾蜍、石蛇、石虎、石人像、石璋等大量石器 !$.#及有

关的考古材料也是新石器时代特征的延续。以及

蜀中的石笋、石镜等大石文化也源于此。而祭祀山

川则许多文献都有记载，如《尚书·尧典》：“望秩

于群山⋯⋯肇有十二州，封十有二山。”! $" #尤其是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边璋，其上遍刻的图案，更是

古蜀人祭祀礼仪的反映，其中一组图案应是插璋

祭山与《周礼·春官·典瑞》中记载的“璋邸射以

祀山川”相印证 ! $$ #。首先，为数不多的文献资料为

我们简单勾勒出蜀王蚕丛氏生活的时代背景与生

活画面：“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椁”、“是时

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神化不死，其民

亦往往随王化去。”其次，作为主流文化的原始宗

教，已经由月亮、月神等自然崇拜、灵物崇拜发展

为蟾蜍等图腾崇拜。蜀地有关蟾蜍的图腾崇拜出

现的时间虽然不是最早，但是影响却最大，“蟾蜍”

可能就是蜀王蚕丛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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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和习惯
既然“蚕丛”就是“蟾丛”，那么为什么会变成

蚕丛？又是怎样演变的呢？首先是因为时间久远之

故。由于先秦蜀地缺少文献，《蜀王本纪》、《本蜀

论》、《华阳国志》等有关文献都是秦以后的作者根

据古史及神话传说整理而成。不仅对于早期蜀王

的事迹，文献有不同的记载，甚至历代蜀王的名称

也有很大不同。它们或字形相似，如柏灌、柏 与

伯雍，鱼凫、鱼易与鱼尾等；或语音接近，如鳖灵、

鳖令与鳖冷等；而“杜宇”的别号有“蒲卑”、“蒲

俾”、“蒲泽”等不同说法，则是既有音近，也有形似

的原因。即使是最晚的开明的文献记载的差异都

如此之大，既有“丛帝”和“奇帝”之异，更有“鳖灵、

鳖令与鳖冷”之别。然而文献却仅仅对于最早的蜀

王蚕丛的记载完全一样，不能不令人惊疑。按理

说，对于第一代蜀王蚕丛的记载则应该是最不可

靠的。那么为什么作为最早的蜀王就一定是“蚕

丛”，而不是“蟾丛”、“蟾崇”或者别的什么形似或

音近的文字呢？

其次是受方言与谐音的影响。巴蜀地区虽然

有巴蜀古文字，但是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使用

的范围也不是很大，因此在秦统一文字后，逐渐绝

迹。虽然有大量出土，也因其断层，而变得难以释

读。因此古史传说，在这种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很

容易发生演变。一定会发生转音或讹传的现象。四

川话中蚕丛、蟾丛与蟾崇差别不大。因此，那些只

能靠口耳相传的古史和神话传说，后来被追记时，

巴蜀文字记录下来就是“蟾丛”，而中原文字记录

下来就成了“蚕丛”。而中原文字与巴蜀文字本就

不同，何况时间又是那么久远呢？

再次是由于后世蜀地发达的丝织业的影响，

很容易使人们把它与蚕联系在一起，从而掩盖了

历史真相。虽然成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丝织

业的中心，但是蜀地的丝织业，发达得还是较晚，

已经是秦灭巴蜀以后的事了。而《蜀王本纪》、《风

俗通义》、《华阳国志》等有关文献则正是秦以后的

作者根据古史及神话传说整理而成。因此受其影

响颇大。另外，也与古人对于蜀的误释分不开。当

然也与文人的宣扬有关，文人对于蚕要比蟾感兴

趣得多。无论是把“蜀”释读为蚕，还是毒虫；也无

论是汉代的司马迁、杨雄，还是晋代的常璩，则都

是秦灭巴蜀以后，也在蜀地成为丝织业中心以后，

因此，潜意识里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把“蜀”理解为

与蚕有关的事物。然而甲骨文中“蜀”和“蚕”是不

能混为一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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